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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畲族与“中原移民”以及古越土著所构成的多维时空关系，是东南区域社会文

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东南地方文献中“蛮獠－畲”叙事的再解读表明，畲族的历史

不仅仅是一个族名继替或族体延续的过程，还是一个“畲/汉”边界流动的过程。与之

同步展开的，则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态经济变化、文化实践、族群认同以及历史记忆

的不断重构。这一过程实际上塑造了明清以后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地方社会

的结构和文化面貌；而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则是整个东南区域从“豪酋社会”演变

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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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史历来是东南民族史和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关畲族的来源、形成、社会

经济、文化变迁及其与汉人关系的探讨，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长期以来，对东南

地区历史进程的研究，一般都以南迁汉人与东南土著民族的遭遇及其共同开发拓殖，以

及华夏－汉文化与南岛语族土著文化的交汇融合，作为其历史演进的起点与主要叙事框

架的；而作为“蛮獠”的畲族与作为“中原移民”的汉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上的多层次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影响，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变迁脉络之一。在这类研究中，

畲族往往被表述为在一个“盘瓠”祖先传说之下的一个族体的延续，无论是“土著说”

还是“外来说”，都难脱“祖源研究”的臼窠。但是，畲族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蛮獠

－畲－畲族”的族名继替或族体延续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畲/汉”边界流动的过程，

与之同步展开的，则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态经济变化、文化实践、族群认同以及历史

记忆的不断重构。这一过程实际上塑造了明清以后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地方社

会的结构和文化面貌；而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则是整个东南地区从“豪酋社会”演

变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前人的研究于此着墨甚少，以下笔者仅就

这一角度稍加论述，以期丰富对这段历史复杂面相的理解。 
 

一、从“入畲为寇”到“籍峒为民” 
 
东南地区的早期历史，若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以汉武帝平百越为转折点而

分成前后继替的两个阶段。汉代至隋唐，是百越遗裔“山越”的活跃期；唐宋以后，“山

越”之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非汉族类在文献中通常都被称为“蛮獠

（僚）”、“峒蛮”，而这些“蛮獠”，一般都被认为是畲族或其祖先。最早把“山越”、

“峒蛮”与“畲”（包括“猺”、“黎”、“蜑”）并置者，是南宋人刘克庄：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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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茅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

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

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

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拔止于机毒矣，汀赣贼人（入）

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猿

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

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腊、虎革、

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壬戌腊也，前

牧恩泽侯有以激其始，无以淑其后。明年秋，解去二倅迭摄，郡寇益深，距

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帅调诸寨卒及左翼军统领陈鉴、泉州左翼军正将

谢和，各以所部兵会合剿捕，仅得二捷，寇暂退。……侯榜山前曰：“畲民

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

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帅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投，当调大军

尽除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欤。德最反复杰

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

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

护孙者，彼畲曷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峒

禁防懈而然欤。侯参佐褒畲事颠末二卷锓梓示余，昔汉武帝患盗贼群起，命

御史大夫衣绣持斧以威之，曾不少戢。龚遂，一郡守尔，既至郡，前日之盗

皆解刀剑而钩鉏，侯初剖符，固欲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践其言。夫致盗必

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侯语余曰：“每祸事必

有所激，非其本心。”呜呼，反本之论，固余之所服欤。……①

由于这段记载时代较早且内容颇详，涉及到了宋代畲人的来源、分布、社会面貌及

其与官府和汉人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关系，历来为史家所重。笔者认为，这段文字

包含的最为重要的信息，在于它所呈现的被视作“溪峒”之族的“畲”，与“省民”等

其他各类人群构成的社会关系及其复杂多变的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在整体上

构成了宋代漳州地区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首先，这一基本形态包含不同身份的“人群”

（groups）。文中提到的在“溪峒”之外的人包括“省民”、“汀赣贼”、“贵家”、

“豪干”“官吏”、“知书”及“土人”、“漳民”、“华人”等，而与此相对应的则

是“畲民”、“畲长”及“酋长”。这些“人群”的概念之间有的可能有交叉重叠，大

体上除了可归入“官”与“民”这一组分类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在于“省民”（即所谓

“版籍民”）与“畲民”（无籍之人）这一组分类上。其次，“人群”之间边界的不确

定和身份的相互转化。“汀赣人”入畲即为“贼”，“知书”及“土人”亦有“陷畲者”，

这些人原本非“畲”，但因“入畲”②并脱籍化为“畲”似乎是平常之事，因而官府招

抚畲人亦知以之为突破口，而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使畲人成为“版籍民”。可见，

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实际上都是由“版籍/无籍”衍生而来，社会矛盾的根源和主要表现

也在于此。 
在这种分类关系中，盘瓠神话虽被提及，但似乎并不能与后世畲族构成其族性

（ethnicity）表达的祖先传说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是“受教于华人”而来，因此该神

话并不具有“族裔群体”纽带的意义，“畲人”的意义更多是指在“贵家”、“豪干”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记》，《漳州谕畲》。（见《四部丛刊》集部） 
② 大多数论者都直接引用“汀赣贼人畲者”一句，笔者则认为“人”乃“入”之误，应该理解为“汀赣贼

入畲者”，只有这样才合乎前后文的逻辑（谢重光先生亦持此说，参见谢重光：《宋代畲族史的几个关键问

题——刘克庄〈漳州谕畲〉新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而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当时当地

的社会状况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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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省民”之外的“怙众据险，剽掠省地”的“盗寇”，而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铤而

走险，也是因为要逃避或反抗前者及其背后的“官吏”的欺压盘剥。因此，这种冲突实

际上并不具有典型的“畲/汉”族群界线的意义，视之为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之间的矛

盾较为妥当——此时之“畲”可能多为落草为寇、聚众护利的汉人。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贵家”、“豪干”与“畲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反映

的地方社会的结构问题。唐宋时期的东南边徼山地，尽管已有州县的设立、一定程度的

开发和汉人社会的初步发展，但总体上仍属“蛮獠”充斥、林菁深阻之区，福建漳州地

区行政建置的裁并不定，其原因即在于此。② 一方面，“蛮獠”在长期的“有国者以不

治治之”的状态下聚峒而自存，所谓“山窦菁畬，猺獞时出为寇”③；另一方面，在国

家力量进入和控制甚为有限的背景下，“贵家”、“豪干”等纷纷崛起，他们在扩张地

盘、积累财势的同时，也积极向官府靠拢，追寻“中原”祖源，宣称“华胄”正统，表

达国家认同，努力使自己的既得势利获得官方认可而合法化，从而跻身于正在形成的汉

人社会之中，并以此划清与前者的界线；而被排斥于外者，即可能被指称为“贼”。宁

化早期历史上的巫罗俊“请授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巫罗俊，黄连洞人，洞为巫祖所开辟，今邑治即其故宅，地名竹条窝者也。

罗俊年少负特殊勇，当隋大业之季，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

称吴帝，改元遣使略闽地。其时土寇蜂起，举罗俊就岗筑堡以卫众，而寇不敢

犯，远近争附之。复运筹算，为程卓之策，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

拥厚资，因以观占时变，益纠众辟土。武德四年，子通败死，时天下初定，黄

连去长安天末，版籍疏脱，贞观三年，自诣形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宜可

授田定税。朝廷嘉之，授罗俊一职，令归翦荒以自效。是时罗俊所辟荒界，东

至桐头岭，西至占岭，南至杉木堆，北至乌泥坑。乾封间，遂改黄连为镇，终

其身称富庶焉。④  
出身“峒蛮”的巫罗俊开黄连洞时在隋唐之际，从这个角度说，这一边鄙之地具有

很明显的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豪族”社会的特点；⑤ 而比汀州“开化”更晚的漳州

地区，至宋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类似的特点，所谓“贵家”、“豪干”之流，

其族群和社会背景可能也存在某些复杂因素——包括许多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

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

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此外，“蛮獠”、“畲”本身的某些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势力与族群格局

形成变化的机制。如：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一文查考出宋元以来畲族姓氏包括

了陈、黄、李、吴、谢、刘、邱、罗、晏、余、张、许、袁、聂、何等十数姓，远非仅

有传统上的盘、蓝、雷、钟四姓。⑥ 傅先生的依据主要是与文献中出现的“头陀”、“渠

帅”、“大老”、“酋长”等有关的姓氏，实际上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被称为

“蛮獠”或“畲民”者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族裔群体。也许换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

多姓现象：并非畲族包含许多姓氏，而是有许多人以“峒”、“畲”为聚落形态、社会

组织和生产活动的形式，或者有“畲”依附于各姓豪族（如刘克庄所提到的“畲长李德”

                                                      
① Wing-hoi Chan, “Ethnic Labels in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Case if She ‘Bandits’”, 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Edited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255-284. 
② 林汀水：《福建政区建置的过程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十辑，第 95-10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③ 顾炎武：《肇域志》卷四十九。 
④ 杨澜：《临汀汇考》卷二《人物考》。 
⑤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 年。 
⑥ 傅衣凌：《福建畲姓考》，《福建文化》第二卷第 1 期，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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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①），他们与其他“贵家”、“豪干”一样，共同构成各据其地的地方势力集团。

只不过相对于后者而言，他们保持着游离于“版籍”之外的状态，或者比后者晚进入汉

人主体社会罢了。② 可以想见，由“畲长”变为“贵家”、“豪干”，或者由“贵家”、

“豪干”变为“畲长”，这样的可能性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之下应该是存在的，而这一点

也许正是所谓“多畲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宋史》、《元史》等史籍中有关“峒

寇”、“蛮僚”、“溪峒蛮”、“峒僚”及“畲兵”、“畲军”、“头陀军”的记载看，

此类不同姓氏的“化外”势力集团长期存在于闽粤赣地区并拥有相当的实力。 
显然，在这样的地方社会的结构特点之下所展开的地方史，都对应着一个边鄙蛮地

如何转变为“汉人”社会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则隐含着两个层面的“历史”：

一方面，地方社会如何经历从“入畲为寇”到“籍峒为民”的转变；另一方面，并行于

“汉人”认同被建立的过程，“蛮獠－畲”作为“异族”如何外在于“汉人”社会而长

期存在，以及相关的历史记忆如何被创造和传承、演变。为了契合身份转变并与整个地

方社会的转型相适应，人们纷纷通过重构祖先的“历史”，来合理化其社会“现实”，

并以之为基础展开一系列新的文化实践（如祖先祭祀、神明崇拜等）。以“南来－征蛮”

的“英雄祖先”为叙事核心的族源传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并在东南地区广

为流传的。 
 

二、地方史与谱牒编纂中的“平蛮獠”叙事 
 
凡论及畲族的历史，都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陈元光及其与闽南地方史的

关系。在“畲”之名出现之前的唐代，有关泉潮间“蛮獠”的情况以及“汉人”与“蛮

獠”的关系，由于缺乏唐人的记载，大多只能依靠宋代以后的文献来窥其一斑。与此形

成对照的是，以正统汉人自居的闽南漳州人却很明确地把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

起点放在唐代，而这一起点正是与后来被奉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联系在一起。换言

之，后人对于唐代东南地区“蛮獠”的认识，实际上是通过聚焦于陈政、陈元光父子及

其将校扈从进入该地区平定“蛮獠啸乱”、请建漳州并定居于此这一历史叙事来获得的。
③  

有关陈元光的事迹及其与漳州地方史的关系，学界已有很多研究。由于陈元光其人

其事不见于新旧《唐书》，今人历来多以明清以后的方志和族谱等地方、家族文献为据，

来重构陈元光于唐代平蛮开漳这段历史，因而在史实层面上曾引起过不少争论。④ 笔者

                                                      
① 此类由“蛮僚”依附“大姓”而结成的地方势力，至清代依然存在，如：“邑（平和县）居边徼，寇盗滋

多；地连瓯粤，蛮僚难化。况崇岩巨浸，林木啸聚，山隅海曲，伏莽多虞乎！至于乘时藉势，妄指义旗，

又有倚衣冠为盗薮，以荼毒乡里者，无怪乎叛乱相寻。”（吕天锦：《平和县志》（康熙五十八年）卷十二《杂

览志》。） 
② 这一类的“畲”在元代极为活跃，如：“安溪土贼张大老、方德龙啸聚畲洞，为一方之患。”（卷一九四《王

道传》） “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来降者。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寨，桂

龙在九层际畲、陈吊眼在漳浦蜂山寨、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窑、陈大妇客寮畲，余不尽录。十八

年十月，官军讨桂龙，方元帅守上饶，完者都屯中饶，时桂龙众尚万余，拒三饶，寻捕得其父子斩之。”（《元

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国朝文类》卷四一。）为除后患，在镇压、招抚“畲军”之后，往往令其就地安

插屯田，如：“（皇庆元年）十一月戊戌，调汀、漳畲军代亳州等翼汉军于本处屯田。”（《元史》卷二四《仁

宗本纪》一）或者直接编入军伍，如：“（至元二十二年）九月，诏福建黄华之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

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③ 有关这一历史叙事的大致脉络，请参阅：陈元熙：《陈元光与漳州畲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

第 3 期；蒋炳钊：《畲族史稿》，第 162-166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④ 例如：谢重光：《〈龙湖集〉的真伪与陈元光的家世和生平》，《福建论坛》1989 年第 5 期；《〈唐岭南行军

总管陈元光考〉质疑》，《汕头大学学报》第 7 卷第 2 期，1991 年；《再论〈龙湖集〉是后人伪托之作》，《福

建论坛》1991 年第 4 期；欧潭生、卢美松：《〈龙湖集〉真伪与陈元光祖籍》，《福建论坛》199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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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谙唐史，无力亦无意于此深究。但种种迹象表明，姑且不论其“史实”性，① 陈元光

平“蛮獠”、建漳州的故事并非从唐代即如后人所知般辉煌卓著，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暗

淡到彰显、从小范围到大地区、从少数族姓到广为诸族姓所共享的过程，这一逐渐流传

变化的过程在明清之际达到了顶峰，并最终成为被所有以“中原汉人”为认同的漳州人

所共享的地方史知识和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撇开新、旧《唐书》不论，陈元光在有宋一代显然并无很高地位。宋人吕铸《题威

惠庙》“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祠将军”② 的诗句，很贴切地反映了宋代陈元光既

以民间之神被立庙祭奉、而作为“历史人物”又无明确地位的尴尬处境，甚至作为一方

神祗，其灵验性也曾受到过郡人的质疑和嘲弄。③ 这一状况与唐宋南方各地盛行造神建

庙的普遍现象和众神地位变动不居的大历史环境相契合。④ 除了民间的庙祀以及可能已

开始流传的故事，在宋代陈元光平“蛮獠”的史事似乎少有人知，例如前文引刘克庄《漳

州谕畲》一文，该文所言完全为漳州“峒蛮”及平“峒蛮”之事，几乎就是陈元光平“蛮

獠”故事的“翻版”，然而全文对这段相隔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只字未提，而在对“卓侯”

等人平畲功绩作比照历史的评价时，更是只上溯至汉武帝时所谓“昔人治渤海之策”，

对于更近的陈元光的“显著”之功则“视若无睹”。以刘克庄的博学及兴化人的背景，

出现这样的历史“盲点”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陈元光请建漳州之事见诸史端虽始于宋，⑤ 但其事迹始末之详则初载于明代中叶黄

仲昭所纂《八闽通志》（弘治三年，1490）。此后的历修方志多有记载，且时间愈晚，

记载愈详，如：何乔远《闽书》（万历四十年，1612）、刘庭惠《漳州府志》（万历四

十一年，1613）、秦炯《诏安县志》（康熙三十年，1691）、林登虎《漳浦县志》（康

熙三十八年，1699）、黄惠《龙溪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薛凝度《云霄厅志》

（嘉庆十九年，1814）、陈寿祺《福建通志》（道光九年－十五年，1829-1835）及吴

联薰《漳州府志》（光绪三年，1877）等。这些方志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与陈元光相关

的记载大都直接引自《颖川开漳族谱》及《白石丁氏古谱》这两部谱牒。⑥ 这本是方志

修纂的通例，但出现在这些方志中的引述却有其特殊意义——陈元光并非寻常之人，作

为“开漳”始祖，他“平蛮獠、建州县”的功绩是漳州历史的开端，因此从一开始就具

有某种“集体记忆”的“潜质”，尽管在明代中叶以前，拥有这一“记忆”的“集体”

也许只有陈、丁等少数“大族”。 
另一方面，这些引述不仅反映出地方志的叙事“语言”强烈地受到家族谱牒的影响，

而且这些受到某些姓氏家族史叙事影响而修纂出来的地方志及其所“代言”的被经典化

的地方史，又反过来以素材或框架的形式影响到更多的姓氏、家族的历史重构。这一现

象可能很早即已开始，但从现有的资料看来，陈元光的“开漳”故事成为“漳州人”共

同拥有的、包括文字和口传形式的祖先拓殖史与“汉人－蛮獠”分类史，应该是明代中

叶以后的事。这一过程涉及到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下，漳州一带陈、丁等“大

姓”及其他姓氏家族组织的发展，地方文人的文化活动，威惠庙庙宇网络的扩张及其仪

式传统与汉人社区的形成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时空脉络，笔者当以另文专论。最为显而

易见的一点是，在这一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姓氏以“寻得（失落者）”的方式纷纷加

                                                      
① 郭志超、周鼐：《陈政、陈元光在漳州平蛮的证伪——兼涉陈元光与潮州的关系》，未刊稿，畲族文化学

术研讨会论文，2007 年 12 月，潮州。 
② 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七《艺文志》。 
③ 余靖：《武溪集》卷二十《墓志》下。 
④ 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⑤ 朱熹：《漳州守臣题名记》，《晦庵集》卷八十《记》。 
⑥ 这两部族谱向为史家所重，因其常被明清福建省志、漳州府县方志包括《古今图书集成》等文献征引，

因而其史实性一般认为较为可靠。笔者目前所见二谱的版本，《颖川陈氏开漳族谱》（不分卷）为民国五年

（1916）陈桢祥主修；《白石丁氏古谱》（2 册）为 1991 年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采访整理的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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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陈政、陈元光将校扈从的行列之中，为本族祖先的来历和“中原汉人”的血统找到

了“历史”依据。例如，光绪《漳州府志》言：“按唐陈将军政出镇绥安，将士许天正

以下一百二十三人。万历志止载许天正、卢如金二人，康熙甲午志乃于龙湖分注得卢伯

道、戴君胄以下三十人。”① 所谓“一百二十三人”，是民间流传的随陈氏父子入闽将

校的人数，但其中具体的人名，却是经由明清两朝不断“补遗”累加而来：万历志（当

指刘庭惠《漳州府志》）只载二人；至康熙《漳浦县志》，已载有姓名者三十人，② 《大

清一统志》、《闽粤巡视纪略》则提及“五十八人姓”；③ 而在光绪《漳州府志》中，

则增补至九十六人。④ 有趣的是，这些增补进来的人很多都是从不同时期编修的《陈氏

家谱》、《施氏家传》等族谱中“得”来。 
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一百二十三人”中的成员，实际上是包含三个层次

的历史创作的结果：一是陈氏等“大姓”巨族不断重修族谱，重构历史记忆，使其祖先

的“历史”经“层累”而变得越后越详；二是地方志的编纂者们不断把“大姓”谱牒中

的文字纳入方志之中，使之成为经典化的、并且能为更多人接触和学习的地方史；三是

许多姓氏不断受到“陈元光率部入闽平蛮獠”这一地方史主流叙事的影响，并为其所代

表的“中原汉人”正统身份认同所吸引，在创修族谱时有意把本族祖先与这种叙事和正

统性联系起来。正是这三个层次的历史创作活动同时展开并相互影响、相互吸纳、互为

所本，历经明清两朝，最终共同建构起为大多数“漳州人”所共享的历史记忆。⑤ 时至

民国，仅以有谱可据者统计，漳州地区各县中有涵盖半数人口以上的“大姓”均称本族

是某位随陈元光入闽祖先的后裔，⑥ 而这一故事的讲述以及寻找祖先与后裔的努力至今

仍在继续——“一百二十三人”中还有一些不知姓名的“失落者”尚未“寻得”。⑦

显然，在以“中原移民”为象征的汉人认同成为地方社会的主流话语的背后，隐藏

着一个持续不断的，渐成风尚的修族谱、找祖先或者把祖先归入陈氏将校之列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汉人认同的“文化运动”。在所有以“汉人”自居

者当中，虽然我们无法判定何人何姓确为中原移民后裔，何人何姓则为土著转变身份而

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身份的转变是构成“漳州人”的重要成份来源。傅衣凌先生

                                                      
① 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十二《兵纪》。 
② “陈元光家谱载从元光入闽者：婿卢伯道、戴君胄，医士李茹，前锋许天正，分营将马仁、李伯瑶、欧

哲、张伯纪、沈世纪等五人，军咨祭酒黄世纪、林孔著、郑时中、魏有人、朱秉英等五人，府兵校尉卢如

金、刘举、涂本顺、欧真、沈天学、张光达、廖公远、汤智、郑平仲、涂光彦、吴贵、林章、李牛、周广

德、戴仁、柳彦深等十六人。”（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 
③ 《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十六《光州》，《固始县·人物》；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四。 
④ 该志载于《陈氏家谱》宋绍兴二十年封册得陆明、苏道、欧阳传惠、司马仲章、杨永、詹英、曾仲规、

萧润尔、胡贤、赵瑞、蔡彧、张来、叶清、颜伯矩、柯敦颐、潘节、钱仲先、魏仁溥、郑业、余良、朱参、

罗幼邻、姚廉洁、余克、郑惠、汤公简、韩器、吴弼、王华、陈叔章、王一忠、张本仪、林走非、陈马、

詹次、孙梁文、何德、方子重、赵伯恭、庄萧鸾、唐宗礼、陈实、邹牛客、邱安道、冯隽永、江延兴、石

子尊、韩求、李彪、郭鱼、曹敦厚、李仙客、高盛典、钟法兴、徐睦怨、汪子固、韩尧、洪有道、章鳌、

宋用、李宏、杨珍、王佑甫、（以上俱府兵队正）章敦复、汪延君、（以上二人府兵火长）又于《施氏家传》

得施光缵（府兵校尉）一人，共计六十六人。（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十二《兵纪》。） 
⑤ 实际上，这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的流传还可能会转化为其他的形式，例如清代以后流行于闽、台及南洋各

地的通俗小说《平闽十八洞》，就是以陈元光入闽平蛮獠的故事附会于杨家将演义而来。（叶国庆：《平闽十

八洞研究》，《厦门大学学报》三卷一期，1935 年；李亦园：《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中

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76 期，1993 年。） 
⑥ 以云霄县为例，据 1947 年的统计，全县总人口 113,802 人，81 姓，在族谱中写明先世从河南入闽的有方、

吴、张、陈、柳、王、汤、蔡、林等 9 姓，共约九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0％，而此九姓中写明先祖随陈

元光入闽的就有方、吴、张、陈、汤、柳 6 姓，共约六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3％。（郑丰稔：《云霄县

志》卷六《氏族》，民国三十六年。） 
⑦ 这一现象似可归为某种“华夏边缘”的族群互动模式。王明珂认为，华夏与其边缘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包含两个层次、两个方向的历史动力：一是华夏边缘族群“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的祖先”以进入华夏，二

是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以接纳新的成员。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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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十几个“畲姓”中，大部分都能在“一百二十三人”中的有名有姓者找到，这种

宋元时期的“畲姓”与明清时期的“汉姓”之间在表面上所构成的“巧合”与对应关系，

或许可以让人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有不少原本被目为“蛮獠”或者因“入畲”、“陷畲”

而被视同“蛮獠”的族姓，在“向化”过程中，通过习得那套“历史知识”，重构祖先

的历史记忆，从而摇身一变为“汉人”。 ① 这种转变在清初已被某些方志的编纂者注意

到，如“盘瓠子孙盛于三楚，所谓五溪蛮是也，其散处于闽粤者间有之，今则太平既久，

声教日讫，和邑（平和县）诸山木拔道通，瑶僮安在哉。盖流传渐远，言语相通，饮食、

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② 所谓“相

与忘其所自来”，这一集体性的“失忆”现象，显然是“盘瓠子孙”被另一种“集体记

忆”所替代的结果。因此，对于唐宋以后漳州地区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言，“陈元光

入闽平蛮獠”的故事无疑既是被不断建构的地方史书写的基本框架，也是被不断书写的

地方史本身。推动这种书写持续进行的动力，来自于汉人认同作为支配性的历史记忆与

文化表述在地方社会的渗透；而在口传的层面，这一故事则因其对于“汉”与“畲”不

同的象征意义塑造了当地族群分类的语言。③  
 

三、谁是“蛇种”之后？ 
 
不过，许多畲民的集体“失忆”并没有使“畲/汉”之间的族群界线消失，特别是在

明末清初因山地开发、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大批从闽西南徙至闽中、闽东地区的“畲

客”，④ 由于他们作为外来者迁入了“土人”（畲客对当地原住“汉人”的称呼）的地

盘，因而其“异族”的身份和特征往往更易被突显出来，使“畲/汉”界线划然，如乾

隆间“连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畲民，五溪盘瓠之后也。……不知何时而连、罗、古田间

多有是种，盖上游诸郡所无也。其民短衫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亦跣而

杂作，以其远近为伍，性多淳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⑤  
时至清末，在经历长期“进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随着双方更加密切的接触与融

合，越来越多的畲民习得了汉文化（如家族的观念、文字书写与仪式传统等），甚至有

科考登第者，“畲/汉”族群关系的表达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明显的特异外在特征

不再是主要的分类标签，而是转而强调“种”、“族”与“血统”的迥然有别，如《侯

官乡土志》称：“畲之种，畲亦作邪，不知其何所祖，或为槃瓠后也。……礼俗不通，

言语不同，久已化外视之矣。近数十年来渐与土人同化，雷、蓝二氏间或侨居省城，且

                                                      
① 光绪《漳州府志》所载随陈入闽的“府兵队正”中有一位“钟法兴”，从字面上看是很典型的畲姓畲名，

这种带“法”字的姓名即“法名”，在明清畲人谱牒中甚为普遍，是由其在成年后经“学师”、“学法”后获

得“法名”的道教仪式传统而来。甚至连陈元光本人的身份都有土著的嫌疑，如谢重光先生曾提出陈元光

的家族出身和社会背景实为“岭南土著渠帅”之说。（谢重光：《〈唐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考〉质疑》，《汕头

大学学报》第 7 卷第 2 期，1991 年。） 
② 吕天锦：《平和县志》（康熙五十八年）卷十二《杂览志》。  
③ 据调查，漳浦赤岭畲族乡蓝姓畲族有不拜开漳圣王陈元光之俗，在婚俗中也流传着“先带孝后结婚”的

传说。参见蒋炳钊：《畲、汉文化互动与融合：福建漳浦赤岭和宁德金涵的例子》，庄英章主编：《华南农村

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第 243-260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 年。 
④ 有关“畲客”及“畲/客”问题的讨论，参见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8; Chan Wing-hoi, “The Decline of 
Ordin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akka Lineage in Changle County”,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kkaology, Hsieh Jiann & Chang Chak Yan ed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verseas 
Chinese Archives, 1994, 799-818; “Ordination Names in Hakka Genealogies: A Religious Practice and Its 
Decline”, in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5-82.  
⑤ 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六《外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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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捷乡、会试，登科第者。然其种界划然，族类迥异，大抵与两粤之猺，滇、黔之苗同

一血统，乌得不区而别之？”① 这段文字很明白地表露出当地“汉人”对一群原来的“化

外之民”竟然摇身变为与士民同侪所怀有的戒心，因此特别强调对这些“假冒汉人”应

“区而别之”的重要性。而若要做到这一点，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与话语氛围之中，最为

直接、最为有效也最为方便的办法，就是在“种”、“族”上为其寻找、附会或证明某

一“非汉”的“血统”和祖先来历。其中，可用的标签除了广为东南汉人所熟悉和惯用

的“猺”、“苗”之外，本土的地方史中“非汉”的“异类”象征——“闽越族”、“无

诸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现成的、可以信手拈来的符号资源。②

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山地经济开发的渐趋成熟，以闽江、汀江、韩江、九龙江等流

域及山海相连为纽带的市场网络的缔结，东南地域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以汉人家族为主

体的社会形态建构，并形成了结构化、象征化的“畲（居山）－汉（居平地）－蜑（居

水）”的族群格局。在以宗族为中心和主要表现形式的“汉人－汉文化”认同成为地方

社会主流话语的大背景下，③ 民间普遍以“闽越族”、“无诸族”遗裔来指称和定义闽

地的畲、蜑等“非我族类”。④ 与此同时，东南地区的文人开始意识到“闽人”、“闽

地”之“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特殊含义及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为尽脱“蛇种”之

嫌，他们纷纷改用较为“中性”的“东越”、“冶南”等来称闽地之古者，从而在地方

史的书写和记忆的重构中表现出某种“去闽化”的倾向和情结。对此，同为闽人的饱学

之士梁章钜提出了批评，并对“闽”的含义做了一番不厌其烦的重新考量： 
福建之为闽，自古及今无异，而今西北人或并以蛮称之，吾乡士大夫，又

或并闽之名而不居，而别为称曰东越，曰冶南，皆未详考也。莫古于《周礼》

八闽、七蛮之分。郑注：“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芉蛮矣。”

按此所引《郑语》史伯之词。上言荆王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

紃，……叔熊居濮而蛮，后子孙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然考《史记·楚世

家》，……《周礼》为周初之书，安得先有叔熊之后分七种为七闽之理？……

许氏《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所指东南，较濮之在西

南得其实。然蛇种之言，实不知所据。近人有据《说文》谬称闽人为蛇种者，

先叔父太常公驳之云：“《汉书》明言迁其人于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

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最为痛快，近人无以难之。窃思今之连江、罗源及

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氓，男女皆椎髻，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

畲民，字亦作佘，意即《汉书》所云“武帝既迁闽越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其

逃亡者自立为冶县。”此即之遗民，而佘之音与蛇同，岂许氏承讹，遂以为蛇

种欤？且蛮之字，许氏亦云蛇种，安得蛇种之多如此？岂闽与蛮名异实同？然

                                                      
① 《侯官乡土志》卷五《版籍略》，《人类》，《畲族》。 
② 话本小说《闽都别记》中有一段关于福州“北邻三姓”（“螺”、“盘”、“篮”，即“畲民”）及其始祖“犭邪

钟”（即“盘瓠”）的生动故事，该故事把“犭邪钟”说成是“无诸”的祖先闽越王“无疆”宫中之犬与王妹

“娴仪”感应所生之犬子，因此也是一种把畲民的来历跟闽越族联系起来的说法。（里人何求：《闽都别记》，

第 517-525 页，第二二六回“述昔无疆徙闽建国，说古王妹生犬解围”，第二二七回“犬头犭邪驸马遗墓谶，

化鲤何九仙赠天书”，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相关论述请参阅拙文：《〈闽都别记〉中的福建畲族》，《华

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34 期，2004 年。） 
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闽东各地的“畲客”也逐渐习得了汉人的宗族语言，开始出现修谱、建祠的

现象，并重构了祖先来源迁徙的传说，创立了标榜“中原”认同的“堂号”（蓝姓为“汝南堂”，雷姓为“冯

翊堂”，钟姓为“颖川堂”）。实际上，正是由这个新“习得”的传统，加上盘瓠信仰糅合道教科仪而来的另

一套传统，两者的并行不悖，共同造就了明清以后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畲族”。 
④ 在更为常见的称蜑民为无诸遗民的说法之外，以畲民为土著无诸族后裔之说，至民国时仍在地方上流行，

如 30 年代郁达夫在描写福州人来历时谓：“（无诸族）这一种古代的人种，与唐人杂婚之后，一部分不完全

唐化，仍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仪式的，就是现在仍旧退居在北门外万山深处的畲民。”（郁达

夫：《饮食男女在福州》，1936 年 6 月 2 日，《逸经》半月刊第 9 期，193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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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又何以七、八别数欤？窃谓草昧之初，南方闽蛮，未通中国，其人率

皆蚩蚩蠢蠢，故其字从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从犬，至犬戎则直以犬为名。

又如獯鬻、猃狁之类，字皆从犬，又岂得尽以犬种称之？尝考《山海经》，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蛮东，在闽西北。则浙西为蛮，浙东南为闽，审矣。闽之

置郡，始于秦之闽中郡。然秦之闽中郡地大，实兼得汉会稽、豫章二郡之半。……

则是古人合蛮、闽、吴、越而一之。若今时封畛攸殊，各有管辖，则不得竟以

蛮为闽也，则又何必辞闽之名而不居，而自诩曰东越、曰冶南以为古乎？
①

这大概是历史上对“闽”及“蛇种”之说所作的最为详尽的考证了。文辞虽繁，其

意但二：一，“闽”、“蛮”之谓乃以“虫”象“未通中国”前其人之“蚩蠢”，而非

所谓“蛇种”。二，即使“蛇种”之说有其所指，亦当为许慎由“畲民”之“畲”音与

“蛇”同“承讹”而来，意即“蛇种”乃专指闽地之“畲民”而言，与其他“闽人”无

涉。有趣的是，梁氏提到在驳斥闽人为“蛇种”之谬时，其叔父所谓“《汉书》明言迁

其人于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之说（按：闽越人徙江淮

间之说始见于《汉书》之前的《史记·东越列传》，后人均沿用此说），最为痛快淋漓，

其言下之意是：闽虽古为蛮地，但“闽蛮”之族早已尽徙他地，因而今之闽人当为后世

“中原衣冠”而迁于闽地者。在此，经典化的历史记忆再一次被重拾起来，并在新的历

史书写中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②

 

四、小结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视野拓展，人们对东南区域社会文化史

有了更整体性的认识。在围绕“蛮夷之地”如何转变为以“汉人”、“汉文化”为主导

的地方社会这一主题的讨论中，由汉人“南迁”与土著“汉化”这两条线索所构成的历

史脉络，已经成为该地区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不过，本文的例子也呈现了这一脉络的

另一个侧面，即：以地方志与谱牒编纂的互动为表现的对族源传说及祖先移居等“过去”

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在塑造了地域传统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塑造了地

方社会的变迁本身，流布东南的“陈元光入闽平蛮獠”故事所对应的，实际上是该区域

从“豪酋社会”演变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英雄

祖先”的故事创造了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定义了身处“华夏边缘”的人群在以国家认

同为象征的“文化版图”上的位置；同时，他们“指认”出一个文化上的“他者”（ethnic 
other）③来界定和维系自身的汉人认同，并创造了一条开放和流动的“畲/汉”边界。围

绕这条边界所展开的历史，既是东南地区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又是以故事的“口传”与地方史和谱牒的“书写”之间的互动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记忆不

断重构的过程。在此，一方面是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夏变夷”与“夷变夏”在东南地区

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多重面相及其相互关系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而这正是近年来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旨趣之一。 
 
 

                                                      
① 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三《闽蛮互称》，第 40-42 页，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摆脱族裔传统对身份转变的困扰，有些出身“畲客”的文人也开

始批驳“盘瓠遗种”说的荒谬无稽，在文字书写的历史记忆重构中表现出强烈的“去盘瓠化”意识。有关

福建畲族宗族组织与文化变迁方面的情况，可参阅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③ David Faure ＆ Helen F. Siu, “Conclusi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995, 209-222. 

 9


